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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既往的梁建植研究忽视其中国文学研究的日本渊源， 对梁建

植的中国文学研究未能进行客观的历史评价。 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研究因循中

韩 （朝） 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惯性思维， 对 “中国文学” 概念、 近代朝鲜半

岛知识分子的中国观， 以及近代意义上 “中国文学研究” 在朝鲜半岛诞生的

历史过程认识不清。 基于此， 本文以梁建植为线索， 呈现近代朝鲜半岛知识分

子复杂、 多面的中国观， 考察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同时代朝鲜半岛文坛的

位置及思想功能， 以此管窥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在朝鲜半岛的诞生过程

及其对朝鲜半岛近代民族主体性建构的意义。 通过对梁建植的个例研究， 本文

试图为反思中韩 （朝） 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惯性思维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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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中韩 （朝） 文化交流史及朝鲜半岛的中国文学研究史中， 近代文人

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活动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① 其中国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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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董晨： 《朝鲜半岛近代文化转型中的中国文学研究———以梁建植中国古代小说戏曲

研究为中心》， 《文学遗产》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６０ ～ １６９ 页。



与东亚汉文化圈共同的学术传统、 朝鲜半岛的传统汉学并无继承关系， 却与

日本明治、 大正时代受西方汉学影响的中国文学研究渊源颇深。
梁建植 （１８８９—１９４４）， 笔名白华、 菊如、 芦下生等， 是以 《石狮子像》

（１９１５ 年）、 《归去来》 （１９１５ 年） 等短篇小说在朝鲜半岛近代文学史中留名的

小说家， 也是 ２０ 世纪 １０ 年代到 ３０ 年代朝鲜半岛首屈一指的中国文学研究者。
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从古代白话小说及戏曲等俗文学①研究开始。 自 １９１７
年起， 梁建植陆续发表了 《关于小说 〈西游记〉》 《关于中国的小说及戏曲》
《破睡漫草———金云翘传》 《〈红楼梦〉 是非》 等多篇文学评论， 翻译了 《红楼

梦》 《三国演义》 《水浒传》 《西厢记》 《琵琶记》 《桃花扇》 《四弦秋》 《牡丹亭

还魂记》 等多部小说、 戏曲文本。 其中， 《西厢记》 之外的其余戏曲作品均是第

一次被译为朝鲜语。 不仅如此， 梁建植还是第一位将中国的文学革命及鲁迅、
胡适、 郭沫若等人的小说、 诗歌、 戏剧等现代文学作品介绍到朝鲜半岛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 梁建植的中国俗文学评论少有原创， 主要取材于日本学

界的相关著述。 １９２１ 年之前， 梁建植对中国学界的俗文学研究情况并不了

解， 与中国学者也没有过直接交流。 他是通过日本， 主要是 《支那学》 杂

志才了解到中国的文学革命、 现代文学作品以及胡适著述的出版信息等同时

代中国文学界、 思想界的动态的。② 然而， 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与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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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 “俗文学” 概念的确立始自郑振铎著的 《中国俗文学史》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８ 年版）。
郑振铎将俗文学作为区别于诗文等正统文学的概念使用。 他提出： “ ‘俗文学’ 就是通俗

的文学， 就是民间的文学， 也就是大众的文学。 换一句话， 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

堂， 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 而流行于民间， 成为大众所嗜好， 所喜悦的东西。” 中国 “俗
文学” 的范围很广， 诗与散文之外， “凡重要的文体， 像小说、 戏曲、 变文、 弹词之类，
都要归到 ‘俗文学’ 的范围里去。” 参见郑振铎： 《中国俗文学史 （上）》， 上海书店 １９８４ 年

版， 第１ ～２ 页。 本文使用中国 “俗文学” 概念， 特指古代小说、 戏曲两种文体， 意在强调梁

建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区别于东亚汉文化圈共有的学术传统及朝鲜半岛传统汉学的特质。
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主要以梁建植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为中心， 用实证的方式具体呈现了

他的中国文学研究与日本多部相关著述之间的影响关系。 这是学界对梁建植的中国文学

研究之日本渊源的首次较为全面呈现。 其中， １９１７ 年梁建植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初期， 对

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并不了解； 他对中国古代小说、 戏曲史的综合性讨论以及对 《红楼

梦》 《金云翘传》 《桃花扇》 《牡丹亭还魂记》 《琵琶记》 等作品的具体论述主要源自笹

川临风、 今关天彭、 青木正儿等日本学者的相关著述； 他于 １９２１ 年写给胡适的信中包

含的所有关于胡适本人及中国文学革命情况的信息均来自日本 《支那学》 杂志等事实，
均是首次被发现。 以确凿的事实为基础， 笔者得出两个结论： 一是， 梁建植的中国俗文

学评论文少有原创， 基本接近于一种翻译； 二是， 直至 １９２１ 年， 梁建植不是通过中国

游学或留学， 而是通过日本学界， 主要是 《支那学》 杂志了解中国学界的俗文学研究状

况， 以及文学革命等中国文学界、 思想界的动态。 目前， 这两个结论已被韩国学界广泛

接受。 参见董晨：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考察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以中国俗文学研

究为中心》， 韩国西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１ 年。



中国文学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被发现。 对基本史实认

识不清导致对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未能进行客观的历史评价。
就研究现状而言， 相关史实已被发现， 但是既往的梁建植研究中存在的

问题仍未得到真正的反思。 那些问题表面上仅涉及梁建植这样一位近代朝鲜

半岛文人， 实质上却勾连着至今仍在干扰着中韩 （朝） 文化交流史研究深

入展开的惯性思维。 这也使得厘清问题之根源的工作成为必要。
日本学界对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之影响明明有迹可循， 为何在既往研

究中却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呢？ 英国历史学家 Ｅ Ｈ 卡尔有个比喻： “事实就

像在浩瀚的， 有时也是深不可测的海洋中游泳的鱼； 历史学家钓到什么样的

事实， 部分取决于运气， 但主要还是取决于历史学家喜欢在海岸的什么位置

钓鱼， 取决于他喜欢用什么样的钓鱼用具钓鱼———当然， 这两个因素是由历

史学家想捕捉什么样的鱼来决定的。”① 笔者认为， 那些与梁建植相关的

“鱼儿” 之所以被遗漏在大海中， 与中韩 （朝） 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以下三

种惯性思维不无关系。 第一， 数千年来， 朝鲜半岛受中国文化影响极深， 有

着悠久的中国文学研究传统。 作为中国文学研究者， 梁建植自然是这种传统

的继承者。 第二， 长久以来， 中国文学对朝鲜半岛的影响都是直接发生的，
无须第三国作为中介。 梁建植自然直接受到中国影响， 这是不证自明的事

情。 更何况， 梁建植自述有中国游学经历， 本人还曾写信给胡适表达钦佩之

情。② 第三， 在近代朝鲜半岛上，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力此消彼长，
两种文化之间是 “旧” 与 “新”、 “传统” 与 “近代” 的对立关系。 “中国

文学研究” 自然属于 “旧学” “传统” 范畴， 而日本是近代朝鲜半岛输入

“西学” 的基本通道， 也就不会是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信息来源。
在这三种惯性思维的相互作用下， 先行研究多着力发掘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

究活动的中国渊源。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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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Ｅ Ｈ 卡尔： 《历史是什么》， 陈恒译，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１０８ 页。
１９２１ 年梁建植写给胡适的信只能表明他读了日本 《支那学》 杂志上的相关文章和新刊

介绍， 无法证明他对中国学界动态有直接的认识和把握。 参见董晨： 《朝鲜半岛近代文

化转型中的中国文学研究———以梁建植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为中心》， 《文学遗产》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６８ 页。
此类 研 究 中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有： ，

， ， １９９６， ｐｐ ５７３ ～ ６０２； ， 「
」， ， １９９９， ｐｐ ２９８ ～ ３２７。 崔溶澈将梁建植成

长为一名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核心外因归结为梁氏于 １９１２ 年之前有过几年的中国游学或

留学经历。 事实上， 梁建植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仍不会说中国话， 长达数年的中国游学或

留学说无法成立。 成贤子将梁建植翻译的两篇日本学者的文章 《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的文

学革命》 《中国的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 误以为是梁建植的原创。 此外， 在没有实证的情

况下推论梁建植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受到了王国维影响。



那么， 以上三种极为常见又看似合理的假设何以在对梁建植的研究中遭

遇挫折呢？ 进一步讲， 这三种惯性思维是否合理呢？ 本文从既往的梁建植研

究中出现的典型问题出发， 以梁建植为线索， 透视近代朝鲜半岛民族主体性

建构中知识分子复杂、 多面的中国观， 考察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同时代

朝鲜半岛文坛的历史位置及其在近代朝鲜半岛民族主体性建构中的思想功

能。 通过梁建植这一个例， 本文试图为反思中韩 （朝） 文化交流史研究中

的惯性思维提供一点参考。

二、 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与朝鲜半岛的学术传统

１９１７ 年 ５ 月， 梁建植在 《朝鲜佛教丛报》 第 ３ 号上发表 《关于小说

〈西游记〉》， 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以中国文学为主题的文章， 也是他长

达二十余年的中国文学研究生涯的开端。 朝鲜半岛数千年来与中国交流频

繁， 受中华文明影响极深。 然而在梁建植所处的时代， 像他这样致力于中国

文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却极为罕见。
１９ 世纪后半期， 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意识以及西方列强划定的文明标准在

东亚的影响渐强， 东亚地区传统的政治秩序以及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文化秩序

逐渐崩解。 １８９４ 年甲午战争， 更是摧毁了东亚的传统国际秩序， 它扭曲了中

日两国关系， 终结了中朝宗藩关系， 成为日本武力崛起的历史拐点。① 甲午战

争同样是朝鲜人的文明观与中国认识发生根本转变的历史节点。
甲午战争爆发同年， 朝鲜王朝在亲日派官僚的主导下进行政治改革， 史

称 “甲午更张”。 “甲午更张” 既显示了朝鲜王朝政治上脱离朝贡体制， 文化

上脱离中华文明， 构建本国政治、 文化主体性的意志， 也包含着日本尽可能弱

化中国在朝鲜半岛影响力， 将后者纳入囊中的企图。 此次改革的措施主要包

括： 停用清朝年号， 改用朝鲜王朝开国纪年； 废除科举制度， 模仿日本近代教

育体制设小学与中学； 法律、 公文不再使用汉文， 以 “国文” 即朝鲜语为本，
附以汉文或 “国汉混用体” 翻译等。 甲午战争后， 以下中国认识在朝鲜半岛

逐渐成为主流： 中国不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 而是近代文明的落伍者。②

在近代朝鲜半岛的中国观、 文明观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状况下， 梁建植却

以中国文学研究作为主业， 这似乎与时代潮流相悖。 也正是这种表面上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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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宋成有： 《中日甲午战争： 日本历史的拐点与东亚国际格局》， 《日本学刊》 ２０１４ 年

第 ５ 期， 第 １５ 页。
白永瑞将甲午战争后朝鲜人的中国观分为三种类型， 并指出其中 “贱视的中国” 的认识

类型在朝鲜半岛日据时期处于比较主流的位置。 参见 ［韩］ 白永瑞： 《思想东亚： 朝鲜

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 三联书店 ２０１１ 年版， 第 １７６ 页。



合时宜， 让一些研究者把关注焦点放在了梁建植与同时代热衷 “西学” 的

知识分子的差异上， 甚至将这种差异解释为延续传统与向往近代之差异。
本文仅举出其中两个较具代表性的例子。 韩国学界第一篇研究梁建植的

论文 《作为中国文学传信者的梁白华———以中国戏曲和小说为中心》， 在数

千年来朝鲜半岛上中国文学影响力的变迁史中定位梁建植。
自汉字传来以后直至李朝 （李氏朝鲜） 末期的 “开化期”， 数千年

来， 中国文学对韩国文学有着绝对的影响力。 也正因如此， 作为中国文

学时代特征的汉文、 唐诗、 宋词、 元曲、 明清小说等文体影响我国文

学， 可以说， 中国文学和韩国文学， 尤其是与其中的汉文学平行发

展……然而， 我国进入 “开化期” 之后， 随着西洋文明日益东渐， 中

国文化的影响逐渐减少。 而且， 随着西洋科学文明的输入， 自然而然地

对文学的关注也从东方转向西方。 于是， 西方的思想文化就像开闸的洪

水一样滔滔不绝地涌来， 与之相反， 中国的思想、 文化则陷入退路。 中

国在朝鲜史上的影响位置被西方代替。 在此过程中， 我国被日本夺去国

权之后， 开始通过日本完成开化。 于是， 进入 ２０ 世纪后， 中国文学的

影响力急剧降低， 只有梁启超、 孙文、 胡适、 鲁迅等几个人的思想和文

学被介绍、 翻译过来。 随之， 中国文学研究者也到了屈指可数的境地。
从 １９２０ 年代到 １９３０ 年代， 主要是中国的现代文学被零星介绍过来。 在

当时， 进行介绍的学者并不一定是专攻者， 知道汉文和日语的学者谁都

可以。 ……在这些人之中， 始终一贯地研究中国文学， 并且以量而言，
介绍、 翻译作品最多的便是梁建植。①

引文介绍了中国文学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从古代至近代的显著变化。 西

学东渐后， 朝鲜半岛上中国文学的影响力迅速减弱， 中国文学研究者数量急

剧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 引文中的 “中国文学” “中国文学研究者” 均被作

为自明、 不变的概念使用。 也就是说， 朝鲜半岛上 “中国文学研究者” 古

已有之， 只是在梁建植所处的时代数量骤减。 而梁建植的特殊性在于， 在西

方思想文化滔滔不绝地涌来、 朝鲜知识分子 “对文学的关注也从东方转向西

方” 之时， 逆时代潮流而行， “始终一贯地研究中国文学”。 那么， 梁建植

所坚守的是什么呢？ 文中虽未点明， 但显而易见， 是朝鲜半岛中国文学研究

的传统。
上述观点基本规定了其后多年间韩国学界看待中国文学研究者梁建植的

基本视角。 《白华梁建植研究———以 “三一运动” 以前的生涯为中心》 一文

被收录进 《梁白华文集 ３》。 这篇文章将梁氏生活穷困、 日后在韩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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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被忽略的原因归结为他对同时代知识分子所排斥的中国文学之关注。① 这

显然也是把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放在了与 “西学” 相对的位置上。 而事实

上， 殖民地时期的朝鲜半岛， 西方文学作品的朝鲜语译本同样销量惨淡， 专业

译者的生计同样不容乐观。② 翻译了易卜生、 莎士比亚等西方作家作品的玄哲

同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进入韩国文学史书写者的视野。 然而， 与忽视历史

语境相比， 上述判断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加细究地把近代朝鲜半岛知识分子所

排斥的 “中国文学” 与作为梁建植研究对象的 “中国文学” 直接画上了等号。
上述两例研究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 首先， 此类观点未能认识到， 梁建

植的 “中国文学研究” 是以 “中国文学” 概念的诞生为前提出现的。 “中国

文学” 并非一个古老的、 自明的概念。 它的诞生， “是现代人从现代民族国

家观念出发， 运用现代文学的标准， 对古代文化遗产进行分割、 选择、 重组

的结果”。③ 朝鲜半岛数千年来受中华文明影响极深。 然而， 梁建植的 “中
国文学研究” 在 ２０ 世纪 １０ 年代的朝鲜半岛乃至东亚地区却是不折不扣的新

鲜事物。 梁建植关注的中国文学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 《红楼梦》 《水浒传》
《西厢记》 《桃花扇》 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 戏曲， 属于俗文学的范畴； 另

一类则是现代白话文学， 如鲁迅、 郭沫若、 欧阳予倩等人的作品。 后者自不

用说， 前者也并不在朝鲜传统学问———汉学的范畴之中。
“在东亚地区， 从汉代开始直到十九世纪中叶， 以中国为中心而逐步形

成了一个汉文化圈。 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中， 东亚地区同文诸国的读书人有

着类似的道德观念、 知识结构和感受方式， 形成了大同小异的文明。”④ 在

东亚汉文化圈， 汉文即文言汉语是知识分子使用的书面语言， 以儒学为中心

的中国古代雅文化则是他们共同的文化教养。 近代以前， 朝鲜半岛的主流学

问是汉学。 朝鲜半岛传统汉学以研习儒家经典为本， 儒学者从中探求的是修

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的 “道”， 或言东亚汉文化圈知识阶层眼中的普遍文

明。 受中国影响， 在近代以前朝鲜半岛的知识阶层看来， 六朝志怪、 唐传奇、
宋代的讲谈、 元曲以及明清白话小说等皆为鄙俗之物， 无法像唐宋八大家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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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和杜甫、 陆游的律诗等文言诗文那样成为他们研究的对象。
很显然， 梁建植对中国俗文学及现代文学的研究与翻译并不是对朝鲜半

岛传统汉学的继承。 对此， 梁建植本人有充分的自觉。 １９１６ 年， 他得知春

园李光洙的长篇小说 《无情》 即将出版的消息， 随即发表 《欢迎春园的小

说》 一文。 文中， 梁建植这样评价朝鲜半岛传统的小说观：
我们朝鲜自来受中国腐儒的恶劣影响， 认为小说是文人末技。 一般

学人不屑提起， 动辄就把刘勰 “事丰奇伟， 辞富膏腴， 无益经典， 而有

助文章” 作为唯一的金条玉律， 认为小说对经典毫无益处， 于是加以排

斥。 （小说） 作者自身也在 “劝善惩恶” 的名头下自愧自卑， 以小说仅

是 “故事书” 的肤浅之见， 认为读小说只不过是有助于下层社会和妇

女们的消遣方法。①

就像这样， 梁建植批判朝鲜半岛视小说为文人末技， 是以下层社会和妇

女为读者对象的 “劝善惩恶” 的 “故事书” 的传统学术观念。 他认为这种

观念源于 “中国腐儒的恶劣影响”。 这显示了梁建植对中国儒学以及以儒学

为本的朝鲜半岛传统汉学的基本态度。
在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发表的 《关于中国的小说及戏曲》 一文中， 对于自己为

何从事中国古代小说、 戏曲研究， 梁建植这样说道：
中国文学丰富且浩瀚如斯， 而我这般书生辈就算做梦也无法窥其全

豹。 古来各专门大家多有相关研究， 但是小说、 戏曲方面的研究却至今

无人着手， 这委实奇怪。 我相信作为中国文学之一部分的小说、 戏曲有

作为文学的价值， 因此有意大胆地做些研究。 无奈本人只是个浅学驽钝

且无能的书生， 怎敢期待在研究上有所小成， 只不过将此作为一个我感

兴趣的消遣方法罢了。②

面对朝鲜半岛上无人着手中国小说、 戏曲研究的 “奇怪” 现实， 梁建

植称自己相信这项研究的价值， 并有意大胆地做些研究。 这表明， 他明确认

识到了这项研究在当时所具有的开创性以及挑战传统学术观念的性质。 不

过， 梁建植把中国小说及戏曲研究作为 “消遣方法” 的说法只是谦辞罢了，
并不足信。 在文章末尾处， 梁建植正式表明了他从事中国小说、 戏曲研究的

目的： “如有研究与朝鲜的习俗相对近似的、 作为中国思想感情和想象反映

的小说、 戏曲等平民文学， 与今日被部分青年文士引入的西洋文学相融合、
调和为朝鲜文学做出贡献的人士， 那就再好不过了。”③

梁建植将中国文学、 西洋文学、 “朝鲜文学” 三者并举， 显示出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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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 在此基础上， 他所提倡的应加以研究的 “中国文

学”， 是小说、 戏曲等 “平民文学”。 更何况， 梁建植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

目的不是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而是为 “朝鲜文学” 作出贡献。
这表明梁建植眼中的世界图景以及学术观念已从根本上区别于朝鲜半岛传统

儒学者。
其次， 前述先行研究未能理解近代朝鲜半岛知识分子对中国认识的多面

性、 复杂性， 于是做出了近代朝鲜半岛知识分子排斥中国文学这一判断。 事

实上， 作为 “他者” 的 “中国” 不仅投射了近代朝鲜半岛知识分子想要变

革的旧秩序， 也是他们变革旧秩序、 塑造 “近代自我” 时借鉴的对象。
近代朝鲜半岛构建民族主体性的过程， 也是将中华文化相对化的过程。

自 １９ 世纪末起， 朝鲜思想界、 文学界以革新为目的的各类发言均伴随着对

华夷论与中国思想文化的批判。 朝鲜半岛自 １８９４ 年到 １９１０ 年的历史阶段，
即韩国学界所说的 “开化期”， 引领风气之先的是申采浩、 张志渊、 朴殷植

等自小接受传统汉学教育的革新派儒学者、 启蒙思想家。 他们立足于近代民

族主义， 尖锐批判华夷论， 强调 “朝鲜魂”， 控诉汉文、 儒教对朝鲜的恶劣

影响。①

及至 ２０ 世纪 １０ 年代， 朝鲜半岛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 申采浩、 朴殷植

等人流亡中国。 但是， 他们对汉文、 儒教、 华夷论的批判态度却被安廓、 李

光洙等与梁建植同时代的新知识分子继承下来。 安廓、 李光洙也是最早一批

讨论 “朝鲜文学” 概念的知识分子。 他们二人均主张文学之于民族性传承

的重要意义， 这意味着他们对 “朝鲜文学” 概念的讨论是近代朝鲜半岛知

识分子自觉进行的民族主体性建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 在安廓、 李光洙关于朝鲜半岛的 “民族” “民族性” “民

族精神” “朝鲜文学” 的论述中， “汉文” “儒教” 等源自中国的思想文化始

终作为损害乃至灭绝朝鲜固有民族精神的反面主角在场。 １９１５ 年 ７ 月， 安廓

在朝鲜留日学生杂志 《学之光》 上发表 《朝鲜的文学》 一文。 文章强调中国

文化对 “朝鲜文学” 的影响， “对我国文学史影响最为重大之事便是中国的思

想与汉文字的输入”。② 但是， 这种影响在安廓看来极为负面， 他将 “朝鲜

文学” 的历史脉络概括为在汉文学影响下民族心性损毁的过程——— “我朝

鲜民族受汉文、 儒教之影响而百弊俱出， 最终有此惨状”。③

１９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至 ２３ 日， 李光洙于 《每日申报》 连载发表 《文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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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一文。 他在文中主张， 传承一个民族精神文明最有力者便是此民族之

文学， 然而 “朝鲜文学” 却未能继承祖先所创造的 “朝鲜民族特有的精神

文明”， 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思想的传入。 满心向往西方的李光洙把本民

族振兴的希望寄托于 “朝鲜文学” “脱去旧衣” “洗去旧垢”， 沐浴 “西洋

新文化”。① 以此认识为前提， 他将 “朝鲜文学” 界定为用朝鲜语写作的文

学， 把朝鲜汉文学视为 “中国文学”。 据此标准， 李光洙断言： “自高丽朝

到李朝世宗， 无有能被称为 ‘朝鲜文学’ 者。”②

然而， 近代朝鲜半岛思想界、 学术界的革新者并非全盘否定中国文化，
他们普遍将矛头对准的， 是汉文、 儒教、 华夷论等与朝鲜半岛乃至东亚汉文

化圈旧的文化秩序、 政治秩序息息相关的部分。 正因如此， 愈是激烈的批判

者， 对于中国思想界、 学术界针对旧秩序的变革运动， 愈是能产生共鸣。 他

们不但热切关注， 还将其作为他山之石， 积极传播其思想。
２０ 世纪初， 康有为、 梁启超等变法派， 尤其是梁启超在朝鲜半岛的影

响力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研究显示， １９０５ 年前后朝鲜半岛的 “爱国启蒙运

动” 如火如荼之际， 对其知识界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就是梁启超。 １８９８ 年创

刊的 《皇城新闻》 以儒学者阶层作为主要受众， 自创办伊始就大力批判中

国中心的历史观。 然而， 这家报纸在 １９０６ 年、 １９０７ 年连载的外国史传类文

章中， 除 《日本维新三十年史》 之外， 其余均为梁启超的著述或译作。③ 申

采浩、 朴殷植等人激烈批判华夷论， 与此同时， 也是他们积极接受并大力传

播梁启超的 “新民说” 与 “新小说”。 他们不仅译介梁启超以不避俗字俗语

的新文体创作的、 旨在开启民智的 “新小说”， 还投身于朝鲜 “国文” 启蒙

小说的创作中。
梁建植所关注的中国文学， 显然不在同时代的新知识分子所排斥的中国

文学之列。 恰恰相反， 在梁建植所处的时代语境中， 自觉地舍弃朝鲜半岛传

统汉学中有丰富研究经验的中国文言诗文， 积极从事中国俗文学与现代文学

的研究与翻译， 其本身就构成了对朝鲜半岛传统文化秩序之挑战。
理清了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与朝鲜半岛的学术传统之间的关系后， 接

下来的问题是， 在同时代的朝鲜半岛文坛， 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处于什么

位置， 它与 “李光洙们” 所向往的西方文明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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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与 “西学”

论及梁建植从事中国文学研究时朝鲜半岛文坛的思想概貌， 前述两篇先

行研究， 即 《作为中国文学传信者的梁白华———以中国戏曲和小说为中心》
和 《白华梁建植研究———以 “三一运动” 以前的生涯为中心》， 仅强调向往

西方文明的新知识分子之活跃， 却忽略了直至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上半期， 传统

汉学者在朝鲜半岛文坛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① 而后一点对于定位梁建

植的中国文学研究在朝鲜半岛文坛的位置而言极为关键。
以 “甲午更张” 为节点， 汉文作为朝鲜半岛书面语言、 主流文学语言

的地位遭遇了来自 “国文” 的强力挑战。 然而， “国文” 登场后未能在短时

间内全面替代汉文， 以 “国文” 写作的新知识分子也并未迅速取代儒学者

在朝鲜半岛文坛的地位。 这是因为， 在 “甲午更张” 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构成朝鲜半岛知识阶层主流的还是自幼接受汉文教育的群体。 这一群体中的

传统儒学者自不用说， 其中的革新派即便在理念上排斥汉文， 但在知识感觉

上仍然对汉文怀有亲切感。 有研究显示， 申采浩、 朴殷植等人表达个人感怀

仍习惯于借助汉诗， 甚至他们都是朝鲜半岛 “开化期” 报纸、 杂志 “词藻

栏” 内频频出现的汉诗作者。② 及至 ２０ 世纪 １０ 年代， 朝鲜总督府依靠宪兵

与警察实施 “武断统治”， 进行强力的思想管控， “开化期” 风靡一时的

“国文” 政治小说迅速退潮。 加之当时日本殖民当局积极拉拢朝鲜儒学者，
朝鲜汉文学因此迎来了短暂的繁荣期。③

朝鲜半岛殖民地时代初期， 儒学者与汉文学依然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力，
这也是梁建植开始从事中国文学研究之初面对的一大困扰。 ２０ 世纪 １０ 年代，
以俗文学研究开启中国文学研究之路的梁建植所承受的压力， 与其说主要来自

当时朝鲜人轻视中国的社会风气， 不如说源于朝鲜半岛的传统学术观念。 梁建

植曾提到： “我自小便有喜读小说的嗜好， 多少读了些劣作、 杰作、 新旧小

说， 也因此听了许多挚友的嘲笑与父兄的斥责。”④ 如前所述， 梁建植于 １９１６
年写文章支持李光洙的长篇小说 《无情》， 公开表示对朝鲜半岛贱视小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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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学术观念之不满， 这何尝不是他对当时汉学者当道、 汉文学复兴， 从事

以白话写作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仍不被视为正途的时代氛围之回应呢？
事实上， 梁建植的学术志趣并未让他与那些向往 “文明” “开化” 的新

知识分子格格不入。 他的中国文学评论和翻译多发表于 《每日申报》 《东亚

日报》 等发行量较大的报纸， 以及 《开辟》 《东明》 《新天地》 《三千里》
《朝鲜文坛》 等较为知名的刊物上。 从人际关系来看， 梁建植与崔南善、 李

光洙等启蒙主义文学家有直接交往， 与崔南善在朝鲜光文会结识后一度每日

见面，① 被李光洙称为 “朝鲜唯一的中华剧研究者、 翻译家”，② 与比他小

八岁的小说家廉想涉是至交好友。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中期， 梁建植与廉想涉、
玄镇健、 金亿等知名作家一道参与 《朝鲜文坛》 杂志每月一次的文学作品

评论会。 １９３４ 年， 他又与朴英熙、 朱耀翰、 金东仁等当时朝鲜半岛文坛的

中坚力量参加杂志 《三千里》 举办的 “文学问题评论会”。③

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也是西方汉学影响下的产物， 本质上也是一种

“西学”。 与朝鲜半岛、 日本、 越南等东亚地区的传统汉学不同， 西方汉学把

中国文化作为外国文化， 在文学、 史学、 哲学等近代学术分科体系下展开研

究。 东亚传统汉学与西方汉学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取向也有显著差异。 对此， 日

本学者盐谷温曾谈道： “我国的先儒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以古典为主， 只进行

诗、 文研究。 相反， 西方汉学家从语言学着手， 有更重视通俗文学的倾向。”④

在东亚地区， 受西方汉学影响， 最早进行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国家是日本。
１９ 世纪末， 日本学界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已初步兴起。 从幸田露伴、 森鸥外、
森槐南、 今关天彭等自幼接受过汉学教育的作家、 汉学家， 到笹川临风、 久保

得二、 盐谷温等毕业于日本近代高等教育机关帝国大学的学者均有相关著述。
其后， 由狩野直喜等人开创的京都中国学派更是以中国戏曲研究闻名。

据笔者研究， 梁建植虽然被李光洙称为朝鲜半岛 “唯一的中华剧研究

者”， 但他的中国俗文学评论文内容主要取材于日本明治、 大正时期的多部中

国文学史著述， 他本人并不具备独立从事相关研究的能力。⑤ 给梁建植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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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带来决定性影响的日本学者， 有写作了 《中国文学史》 （１８９８ 年）、
《中国小说戏曲小史》 （１８９７ 年） 的笹川临风， 《中国文学概论讲话》 （１９２４
年） 的作者盐谷温， 向日本学界介绍中国文学革命的元曲研究大家青木正儿

等， 他们都是日本各帝国大学的毕业生。 他们具备以西方的近代文学研究方法

分析中国文学作品、 以西方文学史写作体例书写中国文学史的学术能力。 梁建

植以中国古代小说、 戏曲为中心进行中国文学的研究与翻译， 除与其自幼就有

的阅读兴趣有关之外， 也与他接触到了上述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密切相关。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梁建植也关注了由青木正儿、 小岛佑马、 本田成之等

京都中国学派的学人创办的 《支那学》 杂志。 不过， 从梁建植的文章内容

上看， 在 《支那学》 上刊载的相对艰深的戏曲研究论文与依照西方文学史

体例写作的浅显易懂的 《中国小说戏曲小史》、 《中国文学大纲卷之三·李

笠翁》 （１８９７ 年）、 《中国文学大纲卷之五·汤临川》 （１８９８ 年） 等文学史著

述之间， 梁建植选择取材的是后者。
梁建植近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能力有限， 但他的上述选择依然体现了他

对西方近代文学观及文学研究方法的认同。 这种认同与梁建植对中国古代的

小说、 戏曲观及文学批评方法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笹川临风在 《中国文学

大纲卷之五·汤临川》 一书第二章 “中国戏曲的性质” 中称， 在儒教德义

的束缚下， “劝善惩恶、 启蒙教导是中国戏曲的第一义”。 受此影响， 中国

戏曲难见悲剧而多喜剧。① 在举例论证后， 笹川临风从悲剧美学的角度评价

中国戏曲稚气犹存。② 在 《关于中国的小说及戏曲》 一文中， 梁建植完全接

受了笹川临风对中国戏曲性质的上述论断， 只不过， 他将这种论断扩展至中

国小说、 戏曲整体。 梁建植指出， 元、 明、 清的小说、 戏曲虽然结构宏大，
写情 “婉丽优雅”， 叙事 “精密周到”， 却几乎没有悲剧。 紧接着， 他便感

叹： “无怪乎斯学的专家评价中国小说及戏曲尚且幼稚啊。”③ 在此基础上，
梁建植对中国古代的小说、 戏曲观以及金圣叹的文学批评方法做出了如下

评价：
原本在中国， 小说、 戏曲被当作文人的末技， 未曾引发特别的关

注。 即使热衷于披览者也并非将其作为文学上的小说来读， 而是由于喜

爱作者锦心绣肠中吐露的绚烂的文章词华。 作者自身也不懂美学， 不解

小说的真义， 诸多作者不出劝善惩恶的范畴， 不知实际上艺术拥有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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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自由。 一流的评论家金圣叹批评的论调也不是小说、 戏曲上的批

评， 只不过是文章上的评论罢了。①

不难发现， 梁建植对 “美学” 的强调， 以及认为 “艺术拥有超越道德

的自由” 的理念明显源自西方近代的文学观。 而他对金圣叹的文学批评

“不是小说、 戏曲上的批评” 的认识， 则显然是依据西方近代文学研究理念

做出的判断。 就像这样， 梁建植在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上突破传统、 积

极接受经日本中转到达朝鲜的 “西学”。

　 　 四、 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与朝鲜半岛近代民族主

体性建构

当西方逐渐取代中国成为近代朝鲜半岛知识分子眼中新的 “中华”， 当

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成为东亚地区学习西方的 “优等生”， 在沦为日本殖

民地的朝鲜半岛， 从日本吸收西方文明的养分成为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 只

不过， 对 “中国文学” 这一流动的、 历史的概念之固化认识， 对近代朝鲜

半岛知识分子中国观的单一想象， 扭曲了对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本来面目

的认识， 也遮盖了他的选择与同时代新知识分子的选择本质上的一致性。
与上述问题相比， 更值得关注的是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当时朝鲜半

岛文坛的位置及其承担的思想功能。 朝鲜半岛被日本强行吞并后， 与中国的

文化交流急剧减少。 然而， 纵观整个殖民地时期， 在朝鲜 “国学” “国文

学” 范畴形成的过程之中， “中国文化” “中国文学” 始终作为另一个主角

而存在。 韩国文学评论家崔元植指出， “殖民地时代的国文学研究是从国学

派开始的。 以安廓、 申采浩、 郑寅普、 文一平等为代表的国学家们， 继承了

朝鲜后期实学派的学风， 通过否定华夷论， 即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 开拓

出一条国学之路”。② 表面看来， 甲午战争后中国对于朝鲜半岛的影响渐弱，
但是， 无论是在朝鲜半岛 “开化期” 还是殖民地时期， 即便当时朝鲜社会

对于中国的主流态度转向了否定与贱视， 但在思考朝鲜半岛自身问题、 构筑

朝鲜半岛民族主体性的过程中， 中国始终是绕不开的思想资源。
２０ 世纪 １０ 年代后半期， 朝鲜半岛文坛对于 “朝鲜文学” 概念的讨论尚

处于起步状态。 关于朝鲜汉文学是属于 “朝鲜文学” 还是应被归类为 “中
国文学” 的问题， 在当时仍活跃在文坛的传统儒学者与李光洙等新知识分子

之间有着巨大的认识差异。 如前所述， 一方面， 汉文学处于复兴期； 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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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安廓、 李光洙等有过日本留学经验的新知识分子则试图将汉文学排除在

他们正着力建设的作为 “民族文学” 的 “朝鲜文学” 范畴之外。 这也显示，
此时朝鲜半岛上的 “朝鲜文学” 概念与 “中国文学” 范畴尚处于相互缠绕

的状态， 未能形成各自清晰的轮廓。 恰恰在此时， 梁建植自觉地接受以近代

民族国家观念及西方学术分科体系为基础的西方汉学之理念， 积极吸收日本

的相关研究经验， 开启了自身的中国文学研究。 以此， 梁建植构建了一个明

确区别于朝鲜半岛传统汉学， 甚至对其以儒学为本的学术理念以及华夷论的

世界观形成反抗的 “中国文学研究” 范畴。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大量吸收了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 梁建植的中

国文学研究与给予他重要影响的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研究却存在着重要差异。
笹川临风、 今关天彭、 盐谷温等人肯定中国俗文学的文学价值， 也同样尊重进

入日本汉学范畴中的中国文言诗、 文。 他们研究的中国古代文学也并不仅仅局

限于小说、 戏曲两种体裁。 今关天彭本人就是日本知名的汉学家、 汉诗人。 笹

川临风在小说、 戏曲专论之外， 还著有 《中国文学史》 以及 《中国文学大纲》
（共十六卷） 中的 《元遗山》 （１８９８ 年）、 《杜甫》 （１８９９ 年）、 《曹子建》
（１９００ 年）、 《孟子》 （１９００ 年） 卷。 盐谷温的 《中国文学概论讲话》 也涵盖了

多种文学体裁。 与他们不同， 梁建植刻意将朝鲜半岛传统汉学重视的中国文言

诗、 文等文学体裁排除在了自身研究的 “中国文学” 之外。
反抗传统、 建设新的朝鲜文学， 也是梁建植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向朝鲜读

者介绍中国文学革命与现代文学作品的根本指向。 事实上， 翻译青木正儿的

文章本身就是梁建植积极选择的结果。 中国文学革命爆发之初， 海外影响力

相当有限。 从整体上看， 当时日本学界对其反应比较冷淡。 今关天彭是给梁

建植的 《红楼梦》 研究带来决定性影响的日本学者。 他于 １９１８ 年到 １９３１ 年

间在中国生活， 在三井合名本社的支援下设立研究中国问题的今关天彭研究

室。① １９３１ 年， 今关天彭出版 《近代中国的学艺》② 一书， 介绍中国清代及

现代学术界的状况， 书中论及中国现代文学代表作家与作品时， 仅列举文言

诗、 词、 文， 对于现代白话作品不曾提及。 青木正儿是日本学界第一位正面

介绍中国文学革命的学者。 自 １９２０ 年起， 青木正儿陆续在 《支那学》 杂志

上发表了数篇关于中国的文学革命及胡适、 吴虞等学者的文章。 然而， 青木

正儿日后回忆， 当时日本几乎无人关注中国文学革命及现代文学， 自己倍感

孤独， 犹如在旷野中独行。③ 而他本人其后专注于中国戏曲研究， 没有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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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进行积极关注。 但青木正儿不曾想到， 他的文章在朝鲜半岛遇

到了知音。 读到青木正儿的 《以胡适为漩涡中心的文学革命》① 《吴虞的儒

教破坏论》② 后， 梁建植深受中国文学革命的鼓舞， 随即将青木正儿的文章

翻译后发表在 《开辟》 杂志上。 他也成为第一位正式将中国的文学革命介

绍到朝鲜半岛的人。
青木正儿的文章和 《支那学》 杂志是梁建植开始积极关注同时代中国

学界动态的重要契机。 在介绍中国文学革命之前， 梁建植发表的 《关于小说

〈西游记〉》 《关于中国的小说及戏曲》 《关于 〈红楼梦〉》 等三篇评论文的

核心内容均源自 《中国文学史》 《中国小说戏曲小史》 等日本的中国文学史

著述。 那时的他对同时代中国学界的情况还非常陌生。 １９１７ 年， 王国维的

《红楼梦评论》 及 《宋元戏曲史》 等多部研究著述已经问世， 梁建植却还在

感叹， 与中国小说、 戏曲研究相关的参考书只有李渔的一篇戏曲论。③

通过 《支那学》 杂志了解到中国的文学革命后， 梁建植开始寻求与中

国学者的直接交流， 并开始译介中国报刊、 杂志上刊载的文学革命的相关文

章以及现代文学作品。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梁建植向胡适写信表达敬仰之情。④ 自

１９２２ 年起， 梁建植开始翻译鲁迅、 胡适、 郭沫若、 巴金、 沈尹默、 康白情、
吴芳吉、 田汉、 熊佛西等人创作的现代文学作品。 经他之手译介到朝鲜半岛

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有新诗 １０ 首、 小说 １８ 篇、 戏剧 １５ 篇。⑤

梁建植与给予他重要影响的日本学者的上述区别， 并不能仅仅被视为个

人研究兴趣之差异。 这种区别反映的是近代意义上的 “中国文学研究” 在

朝鲜半岛的发展与在日本发展之不同步。 ２０ 世纪 １０ 年代的日本， 包括俗文

学研究在内的中国文学研究逐渐形成专门的学术领域。 然而在当时的朝鲜半

岛上， “中华剧研究者” 梁建植只是个孤家寡人。 朝鲜半岛殖民地时期中国

俗文学研究的衰微， 也对应着朝鲜 “国文学研究” 中古代小说研究的状况。
整个朝鲜半岛殖民地时期， 朝鲜古代小说研究者还不到十人。⑥

不仅中国俗文学研究在朝鲜半岛呈现出了与在日本极为不同的状态， 中

国的文学革命与现代文学在朝鲜半岛也引发了与在日本大相径庭的反应。 青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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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儿对中国文学革命的正面评价在同时代日本知识界应者寥寥， 因青木正儿的

文章而深受文学革命鼓舞的梁建植在朝鲜半岛却有诸多同道中人。 新文化运动

爆发后， 朝鲜半岛长期大量报道、 译介相关情况， “如整理国故、 新诗创作、
白话文、 大众语、 国语统一及汉字改革、 东西文化论战、 非宗教运动、 国民文

学与普罗文学等”①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情况均被介绍到朝鲜半岛。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当 《朝鲜汉文学史》 《朝鲜小说史》 的作者金台俊②主张新的 “朝鲜

文学” 不应将汉文学纳入其中之时， 就以中国现代文学为镜鉴。③ 而此时，
与中国古代文学相比， 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学界仍然不受重视。 １９３３ 年， 在

东京帝国大学 “中国哲学” “中国文学” 系的 ３４ 名毕业生之中， 以中国现代

文学作为毕业论文主题的仅竹内好一人。④ 这似乎也说明了， 与朝鲜半岛知识

分子以中国文学界、 思想界的新思潮为 “他山之石” 的情况不同， 那个时代

以中国的文学革命和现代文学为媒介思考日本问题的日本知识分子很罕见。
那么， 如何理解 ２０ 世纪 １０—３０ 年代， 朝鲜半岛的 “中国文学研究” 体

现出的与日本不同的特质呢？ 这种差异显然与中国、 日本、 朝鲜半岛的西方

化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密切相关。 问题在于， 这种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能否被

解释为民族性或历史过程等方面的优劣关系？
日本思想家沟口雄三提醒我们， “有必要反省以 ‘先进’ 与 ‘后进’ 的

认识框架看待到目前为止的近代化过程； 它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⑤

他进而提出， 中、 日两国近代化过程所显现的时间上的先后之差实际上反映

了二者近代化过程的类型之别。⑥ 沿着沟口雄三的思考， 我们是否也能主

张， 近代意义上的 “中国文学研究” 在朝鲜半岛呈现出的与日本不同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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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文学， 是中国现代口语即白话文学， 古代文言体诗文已成为供人观赏的古董。 我现

在以此作为课题进行研究， 即是兴盛一时的古典研究的终结。 学习文言汉文、 作汉文文

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的这项工作意味着对古代文化的总结整理 （这是汉文学史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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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不是起因于朝鲜半岛的近代化相对于日本的 “后进性”， 而是根源于二

者近代化过程的类型之别呢？
沟口雄三还指出， 无论在明治以前还是之后， 日本人常常以中国为媒介

来确立自己的民族认同。① 事实上， 这一点在朝鲜半岛也不例外。 但是， 在

同一历史时期， 例如在本文重点讨论的 ２０ 世纪 １０ 年代， 作为媒介的中国在

朝鲜半岛和日本建构本民族主体性时所承担的具体功能却不一定相同。

五、 结语

重返梁建植研究， 本文试图提供一种思路， 即由梁建植个人所折射出的

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在朝鲜半岛诞生与发展的特有过程， 与作为 “他
者” 的 “中国” 在朝鲜半岛民族主体性建构中承担的具体功能息息相关。
朝鲜半岛脱离了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后， 迅速沦为日本殖民地， 在政治上建设

近代民族国家的希望已经破灭。 在此情况下， 梁建植和朝鲜新知识分子把希

望寄托于新的民族文化建设之上。 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 也随之承担起

“除旧迎新” 的思想功能。 事实上， 致力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梁建植， 以及包

括他在内对中国的文学革命产生共鸣的近代朝鲜半岛知识分子， 都将他们对

作为民族文学的 “朝鲜文学” 的期待投射到了他们的研究或关注对象之上。
而梁建植自身是以中国文学研究的方式， 参与了近代朝鲜半岛新知识分子所

向往的民族文学乃至民族主体性之建构。
从结果上看， “梁建植们” 的努力未能达到他们所期待的效果。 在沦为日

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朝鲜半岛， 仅仅通过殖民当局许可下的 “民族文学” “民
族文化” 建设， 如何能够打造出真正的民族主体性呢？ 然而， 在客观原因之

外， 不得不说 “梁建植们” 的失败也源于他们对朝鲜半岛传统汉学乃至东亚

汉文化圈共同学术传统之刻意忽略乃至简单否定。 毕竟， 民族主体性的建构不

能不扎根于自身的历史土壤， 也不能仅仅依靠对西方文明的模仿和跟从。 然而，
笔者无法因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缺乏原创性， 最终未能对朝鲜半岛近代民族

主体性建构起到实质性作用而以后来者的姿态对其加以批评。 当笔者一度要这

样做的时候， 想到了韩国文学批评家崔元植反思自身文学研究三十年的历程时

所说的一句话： “如果我在那种艰难的时代， 遭遇那种困境， 我会怎样行动？”②

（责任编辑： 陈华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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